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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回顾与展望:基于情报学理论
的视角

∗

王　 琳　 赖茂生

摘　 要　 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是同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相关的,两者互相促进,密不可分。 本文从情

报学理论演化的视角出发,考察在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初创期、恢复发展期、改革探索期、深化发展期、转型创新

期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情报学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作用及影响。 针对当前我国国家战略和新一代信息基础环境

下情报学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面对的变革挑战,从情报的“耳目、尖兵、参谋”作用、情报学与数据科学双融等方

面探讨情报学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指导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和科技情报工作实践,包括:科技情报工作要坚持

为决策部门提供广快精准的情报服务和智库咨询、为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提供情报支撑,基于学科双融的综合集

成理论框架实现情报工程智慧化。 文章最后从科技情报事业的理论新动力、科技情报工作的学理基础以及融合

DIKW 信息链的新型科技情报工作等方面对未来十年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参考文献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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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formation
 

science
 

 IS 
 

theory.
 

They
 

facilitate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s
 

and
 

role
 

of
 

IS
 

theorie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the
 

establishing
 

perio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ong-term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a
 

 1956-1967 .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mainly
 

featured
 

the
 

influence
 

of
 

IS
 

theory
 

on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the
 

restoring
 

and
 

growing
 

perio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generated
 

the
 

demand
 

for
 

IS
 

theories.
 

The
 

Mikhailov
 

school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had
 

great
 

impacts.
 

Many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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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IS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various
 

aspects.
 

Chinese
 

original
 

IS
 

theories
 

flourished
 

and
 

enlightene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In
 

the
 

reforming
 

period the
 

􀆵broad
 

information
 

outlook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itiated
 

the
 

reforming
 

process
 

of
 

the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1992 the
 

renaming
 

of
 

S&T
 

information
 

 from
 

intelligence
 

to
 

in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aking
 

place
 

in
 

the
 

practice
 

field
 

caused
 

Chinese
 

IS
 

education
 

reform
 

and
 

facilitated
 

the
 

emergenc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ory.
 

In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period the
 

Internet
 

age
 

had
 

the
 

most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S&T
 

information
 

work
 

mode.
 

IS
 

and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had
 

shown
 

good
 

adaptability
 

to
 

the
 

networked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knowledge
 

theory
 

became
 

the
 

mainstream
 

IS
 

theory
 

and
 

drove
 

the
 

knowledge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information
 

or
 

intelligence
 

should
 

be
 

the
 

focus
 

of
 

Chinese
 

IS
 

was
 

a
 

hot
 

topic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the
 

innovation
 

period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all
 

of
 

current
 

state
 

strategy both
 

IS
 

theory
 

and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need
 

innovation.
 

It
 

discusses
 

the
 

ways
 

of
 

IS
 

theory􀆳s
 

guiding
 

enterp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yes
 

and
 

ears vanguard
 

and
 

consultant 
 

roles
 

of
 

in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S
 

and
 

data
 

science.
 

It
 

argues
 

S&T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sh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to
 

S&T
 

innovation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t
 

points
 

out
 

that
 

Qian
 

Xuesen􀆳s
 

metasynthetic
 

thought
 

can
 

be
 

utilized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IS
 

and
 

data
 

science.
 

The
 

wisdom-oriente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ould
 

be
 

realized.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future
 

co-development
 

of
 

Chinese
 

IS
 

theory
 

and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the
 

next
 

decade.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s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S&T
 

informati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information
 

problem
 

in
 

industrial
 

policy
 

debate
 

as
 

an
 

example it
 

argues
 

that
 

the
 

legitimacy
 

and
 

value
 

of
 

S&T
 

information
 

work
 

should
 

be
 

theoretically
 

verified.
 

It
 

also
 

calls
 

for
 

the
 

innovative
 

S&T
 

information
 

work
 

mode
 

based
 

on
 

the
 

fusion
 

of
 

elements
 

along
 

the
 

information
 

concept
 

chain. 73
 

refs.
KEY

 

WORDS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enterprise. 　 Hist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chain.

0　 引言

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始于 1956 年,是在周

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建立的,迄今已

走过 60 多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其间有过辉煌,
也有过挫折和迷茫。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

年,科技情报事业所依托的物质基础———信息

基础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智物移云)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

造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得

到进一步融合。 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国家总

体安全观与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的提出、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颁

布,为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和挑战。 在信息基础环境、国家战略和政

策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制定中

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和策略,怎样

确定科技情报工作在新时期的本质定位和重点

方向,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是同情报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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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相关的,两者互相促进,情
报事业发展要依靠情报理论与方法的引导,情
报理论与方法研究能够有效地推动情报事业的

发展。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

受到各种情报观念、情报学思想和理论的影响,
情报学理论亦来源于情报事业的发展实践及对

其的观察、审视、思考和升华[1] 。 本文从情报学

理论演化的视角出发,考察在不同历史发展阶

段情报学理论方法和学科建设对科技情报事业

的作用及影响,并针对当前形势下情报学理论

如何更好地指导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和科技情报

工作实践进行探讨。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阶段

的划分有不同的观点。 在参考已有观点[2-3] 的

基础上,本文将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历史

阶段划分为初创期(1956 年至“文革”结束)、恢
复发展期(1978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改
革探索期(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20 世纪

末)、深化发展期(世纪之交至 21 世纪前十年)
和转型创新期(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 下文

依此阶段划分展开论述,并展望未来十年中国

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趋势。

1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初创期(1956 年
至“文革”结束):情报学的初心与使命

1956 年是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起始之年。
1956 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

报时对建立情报机构做出指示。 当年归国不久

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担任编制《 1956—1967 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

划》)的综合组组长,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

注意解决科技情报问题,提议要加快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系统。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

提议,周恩来总理决定在《规划》中将建立科技

情报系统列为 57 项重大研究任务的最后一项,
《规划》指出:“情报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迅速建立

机构,培养情报工作的专家,全面地和及时地搜

集、研究和报导国内外,特别是科学先进国家的

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和新的成就,使全国科学工

作能及时地了解这些发展与成就。” [4] 同年 10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成立,标志

着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诞生。 此后,按照《规

划》的任务要求,各部委、省市自治区均建立了

科技情报所,高校、科研院所、工厂企业也纷纷

成立了情报机构,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迅速、系统

地发展起来,到 60 年代,已建立起分专业、分地

区组织的情报交流与协作网点,国家科技情报

系统和情报网络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情报学理论对科技情报事业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对情报本质的认识,即情报要发挥

“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这对科技情报工作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1965 年时任国家科委和国防

科工委主任的聂荣臻同志提出,“要把 90%以上

的力量摆在情报研究方面,当好中央军委和国防

科工委的科技情报参谋”。 之后聂荣臻同志在回

顾国防科技情报工作 25 年取得的成绩时,将其

总结为“发挥了耳目、尖兵和决策支持的重要作

用” [5] 。 在我国情报学和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初

期,学科理论与工作实践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这从对情报本质的认识中能明显地体现出来。
耳目就是及时侦查、搜集和告知情报,尖兵就是

事先摸清情况、把握态势、进行预测,参谋就是综

合信息、辅助决策[6] 。 “耳目、尖兵、参谋”是对情

报概念本质的最好概括。 这种对情报概念的认

识反映在科技情报事业上,就是既重视文献资料

工作,又重视情报研究工作,这构成了我国情报

事业的鲜明特色。 情报是“耳目、尖兵、参谋”的

定位,代表着我国老一辈情报学人的“初心”,它
恰似一根思想红线贯穿于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

和事业发展的始终,体现出独到的理论和实践价

值,需要一代代的情报学者去继承、发扬。

2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期
(1978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情报
学理论的繁荣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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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在“科学春天”里迈开了快速恢复和蓬勃发

展的新步伐,实现了事业的第二次辉煌[1,7] ,与
之相伴的还有情报学学科理论的空前繁荣。 这

最先体现为对科技情报学学科地位的认同。 北

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科技情报专

业硕士生,情报学在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体系中

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科建设在高教领域全面铺

开。 这一时期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推动

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创新,用新型理论指导事

业建设和工作实践已成当务之急,如华勋基在

1980 年提出,加强情报学理论研究是提升科技

情报工作质量、发展科技情报事业的关键[8] 。
此外,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情报学学科建设和理

论探索中,其中很多人或系统接受过图书馆学、
科技情报学本科教育,或有着丰富的科技情报

工作实践经验,使得这一时期的情报学学科建

设和理论研究既有思想高度,又接地气(能够与

科技情报事业实践紧密结合),造就了与科技情

报事业二次辉煌交相呼应的情报学学科理论的

繁荣发展。 正如马费成等所指出的:这一阶段

国内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基础理论研究

得到重视[9] 。

2. 1　 米哈伊洛夫科学情报系统学派的影响

这一时期,较早引入的情报学理论是米哈

伊洛夫科学情报交流学派的思想。 他认为研

究科学情报交流理论是情报学的主要任务,在
其影响广泛的著作《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一书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就是要研究科学交

流的各种方法、过程和手段在科学中的作用和

地位,研究它们的数量指标和规律,以及研究

使整个科学交流系统臻于完善的途径。” [10] 我

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的情报

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米哈伊洛夫科学

情报交流学派基础之上的,将情报学等同于科

技情报学。 时至今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环境的变迁,米氏的科学交流学派难免成为过

时之论,被新学派新学说所取代,但其对科技

情报事业的历史贡献不容否定。 米氏理论中

的部分思想如“坚持情报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提倡从逻辑语义学、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情

报学基本问题” 等,都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并将之应用于情报工作实践。

2. 2　 西方情报学思想的引入与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情报学界积极引进

介绍了一批有影响的西方国家情报学理论。 典

型的如布鲁克斯(B
 

·
 

C·
 

Brookes)的情报学理

论体系(将波普尔“世界 3”理论作为情报学哲

学基础、情报学基本方程式),萨瑞塞维克( T·
Saracevic)的理论体系(理论情报学 / 应用情报

学、情报学社会传播理论,遗憾的是其信息检索

相关性理论在这一时期未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

重视),约维茨( M·C·Yovits)的决策学派(信

息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广义情报系统模型、
信息度量),维克利( B · Vickery) 的理论体系

(信息交流的 S—C—R 模式、信息流的社会计

量),技术学派(萨尔顿的向量空间模型,兰卡斯

特的情报检索系统开发评价、无纸化社会、电子

时代图书馆消亡论;当然,兰卡斯特晚年成为了

唯技术论的坚定反对者),智能过程学派(法拉

丹的情报思维过程理论、戴彭斯的智能状态过

程理论)等,这些理论体系或学派影响着这一时

期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以情报

检索系统为例,用现代信息检索理论武装起来

的科技情报工作者在我国检索系统的设计、实
现与运营上取得了突破,联机情报检索系统建

设与服务得以快速发展。 自 1980 年起,我国在

五十多个城市建立了一百余个国际联机检索终

端,与 DAILOG 和 ORBIT 等国际大型信息检索

系统联机,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用户的信息需求。
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和对西方情报学界的

熟悉,以今日眼光来看,不少学派其实难以称之

为学派,一些理论称之为体系也勉为其难,但对

西方情报学思想的引入、讨论乃至争论在很大

程度上丰富了国内情报学研究,实现了中国情

报学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与国际主流情报学

研究的接轨,为中国情报学界走向世界学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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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奠定了基础。

2. 3　 我国情报学本土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情报学界针对科技情报事业

和科技情报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开展了情

报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情

报学理论成果或理论体系。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文
岳雄的情报流螺旋环型体系、华勋基的情报学“理
论—应用—技术”体系、洪传科的“狭义—广义”情
报学体系、刘植惠的“宏观—中观—微观”情报学

理论体系、卢泰宏的情报学 SCU 规范(面向情报

源、情报交流和情报用户的三个规范)等。 这些理

论给情报工作者带来了很好的启发,一些理论如情

报学的 SCU 规范[11]至今仍作为重要的理论参照或

思考框架被广泛引用。

3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改革探索期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20 世纪末):
大情报观与信息管理理论的崛起

3. 1　 大情报观的转向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原创性理论研究中,对
科技情报事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情报观。 随

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

立,引自苏联的情报概念和情报理论体系已不

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突破其

桎梏。 与此同时,解决“大问题”的“大科学”研

究模式兴起,需要产生与之相契合的新型科学

情报工作观念与方式。 在这两方面背景下,“大

情报观”应运而生。 1987 年卢泰宏等人提出“大

情报观”概念,将其界定为“从科技情报延伸到

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

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 [12] 。 “大情报观”
在学界和业界均得到了积极响应,是我国情报

学和情报事业变革的标志性理论之一。 在学科

建设上,“大情报观”拓宽了情报概念,使学科从

科技情报学发展成为情报学,为我国与西方情

报学界的学术对话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我国

下一时期情报学的信息管理转向奠定了基础。

“大情报观”使科技情报工作摆脱了原先自我封

闭的状态,科技情报与经济、社会、文化、管理等

各类情报汇合成情报有机体,形成了多维度、多
面向、内外开放的科技情报工作格局;并推动科

技情报机构走向社会,增强了科技情报工作者

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感[13] 。 总体上来看,“大情

报观”对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

义。 当然,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事物一样,对
“大情报观”的理解也难免出现偏差,而且由于

一些科技情报部门的过激做法产生了负面效

应,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科技情报工作变得被

动、冷清和萎缩[14] 。
关于“大情报观”的争论一直延续到 21 世

纪初,在新的网络环境下正确地认识“大情报

观”,坚持发展和创新“大情报观”已成为学界的

共识。 情报观意指社会成员对情报的看法,情
报观历来都极富时代感[15] 。 时代在发展,需要

我们对“大情报观”进行新的诠释。 重塑新时代

“大情报观”已成为大势所趋,其内涵为:情报价

值在于实现国家利益,情报目的是引领决策,情
报服务层级定位于战略规划,情报工作模式强

调协同融合[16] ;2017 年“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

展南京共识”则提出要构建军民融合的大情报

观下情报学[17] ,这可称之为“新大情报观”。

3. 2　 信息管理理论的崛起

1992 年,一场中国情报学专业教育和学科

建设的大变革以科技情报事业名称的更迭为肇

始,这也印证了情报学理论与科技情报事业之

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1992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
全国第八次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
家科委(科技部前身)在会上宣布将“科技情报”
改称“科技信息”。 这一改名距离国家科委发布

进一步加强科技情报职能管理工作的政策文件

不足一个月,让学界和业界都感觉事出突然。
事实上,今天认真回顾这一改名决策,就会发现

其中的历史必然性。 1992 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

谈话之年,加快市场化改革已成为社会共识,科
技情报事业也同样面临改革。 时任国家科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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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宋健在会议闭幕上的讲话中,有一段发言耐

人寻味:“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既符合时代需

要,又体现改革精神。 当然,就全局来说,也可

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过去搞传统的一套,
如果再搞下去好不过我们的邻居。 他们失败

了,今天不存在了, 难道这不值得我们警惕

吗?” [18] 从中不难看出,宋健及当时中国科技情

报事业领导层对科技情报工作具有深深的危机

感。 霍忠文认为,把科技情报改名的来龙去脉,
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争议与实践殊途以讲故事

的方式叙述出来不仅难,而且时机未到[1] 。 笔

者期待能讲清楚故事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的做法

迅速引发了情报学界和教育界的改革热潮。
1992 年 10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

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此后,国内图书情报院系也

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或信息资源管理系,同
时施以相应的配套改革,推动了中国情报学教

育的信息管理转向。 1998 年教育部在普通高校

本科专业目录中将科技信息等五个专业合并,
设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专业。 应指出的

是,我国的情报学教育改革比美国的 iSchool 运

动要早十余年,其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是

基于我国情报学与信息管理教育实践获得的,
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与这一时期情报学教育的信息管理转向相

对应的是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成为了情报学的主

流理论。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兴盛起来则是 90 年代的事情。 在

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和图书情报院系专业更名的

背景下,将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和工作客体必然

要求在相关理论上寻求支撑和指引,由此情报

学界引入和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是顺理成章

的事情。 由于情报概念与信息概念之间的涵盖

关系,情报业务流与信息资源生命周期存在实

质上的同一性,情报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也

存在“天然”的内在关系[19] 。 在我国,图书情报

学界最早关注和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并成

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主导研究力量,形成了基于

图书情报学的信息管理学派[20] 。 情报学的“信

息管理理论范式—教育的信息管理转向—基于

信息理念的情报事业改革”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得以形成,在这种“理论—教育—实践” 一体化

发展模式下,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取得了创新发

展。 事非经过不知难,科技情报事业在改革的

“阵痛期”有着不少经验教训,这为进入 21 世纪

之后明确事业发展目标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4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深化发展期(世
纪之交至 21世纪前十年):情报学理论的
变迁与争鸣

4. 1　 网络环境下信息管理理论的变迁

同市场化改革挑战接踵而来的另一挑战是

90 年代互联网的兴起。 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

信息基础环境由印刷型文献环境转变为数字

化信息环境,反映在情报学理论上,就是网络

信息管理理论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
网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图书馆、搜索引

擎、网络分类法、元数据、虚拟参考咨询、以用

户为中心的网络信息服务等议题构成了理论

研究的焦点;反映在实践上,则是科技情报工

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段时期是中国

科技情报事业自诞生以来受信息技术冲击最

大、影响最深刻的时期[2] 。 时任中国科技情报

学会理事长刘昭东在纪念中国科技情报事业

创建 45 周年的专刊中,未采用“ 成就” 或“ 贡

献”等字眼,而是直接以貌似不合庆祝气氛的

“我国科技信息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为题撰文,
呼吁政府、学界和业界正确认识和及时应对市

场化与互联网双重叠加的挑战[21] 。 值得欣慰

的是,尽管出现了波折和争议,情报学理论界

和实务界都较好地完成了网络环境下研究重

心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互联网时代情报

学学科建设和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双突破,体
现出学科和事业对外部环境变化较好的适应

力。 在这一过程中,网络环境下的新技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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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新方法既是情报事业变革中须解决的新

问题, 同时又是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

域[22] ,这样事业发展与学科理论在互联网环境

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两者互相促进。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实施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的战略,并将科技情报事业作为其中重要组

成部分。 在该战略思想指导下,科技部于 2000
年后启动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平台建

设。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万方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相继成立,在科技信息资源采集、加工和

服务方面有效发挥了“国家队”的集成和推动作

用。 地方科技情报机构的发展也各有所长,如
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在 2006 年建立了江苏省

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 科技情报事业建设有

了新的着力点,事业发展与学科建设是息息相

关的,科技情报事业在网络环境下的持续发展

有力地否定了情报学产生和发展是“一个美丽

的误会”的错误观点,为“情报学成为信息资源

管理共同体中的带头学科” [20] 提供了坚实的实

践保障。 信息管理是情报学应长期坚持并深化

发展的理论方向。 诚然,近年来信息管理理论

发展也面临一些新的瓶颈,其原因既有外因(如

社会需求变化、出现新的竞争对手),也有内因

(如对新技术新需求反应迟缓,没有兼顾管理与

系统两个方面来形成合力,图情档一级学科改

名信息管理搁浅),我们应正视问题,准确把握

大势,明确学科的价值与使命,融会贯通专业知

识技能,开拓信息心理与行为、信息哲学、信息

产品设计、信息安全、信息经济等新领域,实现

新发展[23] 。 总之,情报学要以信息管理为平台

发展自己,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只能前进,不能后

退[24] 。 也只有这样,学科建设才能够真正指导

科技情报事业的实践。

4. 2　 情报学理论沿信息链的拓展———知识理

论的兴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

来,情报学理论与科技情报事业的互动关系又

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从信息导向转变为知识导

向,我们可以从信息链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变化。
信息链是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石,它是指

由事实( fact)、数据( data)、信息( information)、
知识(knowledge)、智能(intelligence)构成的概念

连续体,存在着“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

能”的转化过程,信息链上游的概念(如事实、数
据)具有物理属性,下游的概念(如知识、智能)
具有认知属性,信息概念则恰位于中间[25] 。 如

果将 DIKW 金字塔模型与信息链相结合,信息

链又可延伸至智慧(wisdom),形成“事实→数据

→信息→知识→智能→智慧” 的新链。 情报学

(Information
 

Science) 就是对整个信息链的研

究[26] 。 进入 Web
 

2. 0 时代,语义网、概念本体和

认知地图等知识技术成为新一代技术的代表,
泛在知识环境成为新一代信息基础环境。 与此

同时,始于 20 世纪末的知识经济热度未减,企业

知识管理成为学术研究的“当采”领域。 情报学

界意识到,从文献、信息到知识,在学科发展脉

络上具有继承性,泛在知识环境和知识管理为

情报学学科变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和途

径,应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壮大自身学科,构
建以知识为核心的情报学学科体系,继而促进

情报事业的创新发展[27] 。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

从信息链中的信息转移到知识,是这一时期情

报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显著标志。
情报学中知识理论的兴起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情报学中知识传统的复兴,知识组

织理论受到重视,情报概念的知识属性再度兴

起;二是对企业知识管理理论的吸收与改造[28] 。
情报学研究内容总体上呈现出知识化的趋势,
努力构建涵盖知识组织、知识检索、知识服务、
知识发现、知识管理、知识计量、知识评价等领

域的情报学理论大厦成为学科的发展方向[29] 。
基于“知识行动者—知识技术—泛在知识环境”
三个空间维度的知识理论成为情报学的主流理

论。 亦有学者从情报学本质出发,提出了未来

情报学会演变为知识科学的论断[30] 。
在情报学知识理论研究热潮的带动下,我

国科技情报事业以知识化为方向进行重要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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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科技情报行业实现向知识服务业的转型发

展需要打破传统的信息收藏观、处理观和服务

观,采用新型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方法,以知识的

生产、收集、组织、检索和服务为主线对科技情

报工作业务流程进行再造,抢占知识服务业的

制高点。 科技情报行业继而提出了“建设为国

家创新体系服务的知识平台,成为战略决策的

智囊团”的新发展目标。
应当指出的是,情报学知识理论研究和科

技情报工作的知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知识是

人特有的认知能力,其转化更为复杂,所需的 IT
支撑技术和管理手段也是最为复杂[26] 。 因此,
情报学需要联合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

能和哲学等多个相关学科对知识的基本问题开

展研究,将知识本质属性与大脑的感知、记忆、
神经元网络、意识与认知涌现、思维特质等研究

有机地联系起来,与知识的社会建构和符号意

义的社会互动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合作,方有

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此基础上,情报学学

科深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知识的表达和组织

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深入到认知层次的知识

单元,知识的计量从语法层次上升到语义和语

用层次[31] 有望得到完满的解决,促使情报学学

科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4. 3　 情报概念的 Information 和 Intelligence
之争

在这一时期,情报概念的 Information 和 In-
telligence 之争掀起了活跃学术界理论氛围的又

一个小高潮。 早在前一时期,包昌火就认为情

报学研究之所以面临困境,问题在于没有将 In-
telligence 作为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32] 。 之后竞

争情报走入情报学界的视野,由于一些学者反

对信息泛化,呼吁要深化情报内涵,情报研究再

度受到重视。 在此背景下,信息链中 Intelligence
概念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情报学中的“情报”
要回归到 Intelligence 的观点独成一派。 沈固朝

在 2005 年提出应将 Intelligence 理论与实践引入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Intelligence 有智能性的含

义,而这是 Information 所不具有的[33] 。 包昌火

也继续积极倡导情报学要重视 Intelligence 研

究,特别是不能忽视面向国家和组织安全与战

略的 Intelligence[34] 。 这一派的观点是要突出中

国情报学和科技情报工作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

处,继承和发展情报研究的特色传统。 这一派

学者对当时情报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改革方

案,即建立 Intelligence
 

Science,延续至今,其方

案完善为建立由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事

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安情报学组成的中国情

报学,并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35] 。 Intelligence
范式对科技情报事业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情报

研究业务焕发出活力。 根据郑彦宁等在 2009 年

的调查,国家级及省、市级科技情报机构中有

90%将情报研究作为业务的重点来发展,产业竞

争情报实践得到了长足发展[36] ;Intelligence 研

究的观点可总结为面向决策服务的情报范式,
主要提供战略情报服务[37] 。

对于情报学 Intelligence 观及其衍生理论,
情报学界不少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如赖茂生认

为,对于情报学而言,Information 既可以对应信

息,也可以对应情报;当用于表示情报时,指的

是可以从公开途径获取的情报,与 Intelligence
有明显区别,Intelligence 实际上是谍报,具有秘

密性、获取手段特殊性等特点;情报概念宜用 In-
formation 来表示;竞争情报的英文名称虽含有

Intelligence,但其明确主张通过合法公开途径收

集和分析公开资料来获取情报,强调竞争性。
由于情报学是以公开合法手段研究公开信息或

知识的学科,学科对应的英文名称应是 Informa-
tion

 

Science,如果把学科名称变为 Intelligence
 

Science 会引起思想混乱,有损学科形象;Intelli-
gence

 

Science 表示的是智能科学这门新学科,In-
telligence

 

Service 则是谍报工作[38,39] 。 马费成同

样认为,情报学应使用 Information
 

Science 的名

称,从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来看,都已经有了这

样的名称和归属地,信息链中从知识到智能的

战略情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可包含在 Informa-
tion

 

Science 内,不需要再重新建立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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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这样的学科[26] 。
面对两种情报观争论不已的局面,霍忠文

独辟蹊径地将中国情报学中情报概念译为 Info-
telligence,这是一个由 Information 和 Intelligence
组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词汇;情报的 Infotelli-
gence 观表明,情报学既以 Information 为研究对

象,又以 Intelligence 为研究对象, Infotelligence
过程是 Information 过程和 Intelligence 过程的纵

向一体化整合[40] 。 这种理论观点引起了学界的

积极反响。 周晓英等指出,中国情报学研究中

存在着面向社会服务的信息范式和面向决策服

务的情报范式,前者研究目标是面向发展,具有

普惠性,侧重于通过海量信息的组织序化、公开

传播和广泛共享来满足社会受众多层次、多维

度和多粒度的信息需求;后者研究目标是面向

安全与对抗,具有针对性,强调通过信息的深度

分析和挖掘来满足国家或组织的个性化情报需

求,提供支持决策的情报;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

理论上可以共享共通,走向融合和协同发展[37] 。
杨建林构建了融合 Information 思维和 Intelli-
gence 思维的情报学学科体系框架,内分基础知

识体系、学科交叉形成的分支学科、分支学科的

分支和研究主题四个层次,尝试对情报学长期

的学科争议提出一个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41] 。
情报的 Infotelligence 观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

风格的情报学理论思想,对于科技情报机构既

重视文献信息资源工作,又重视情报研究工作

以及加快两者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笔者通过检索发现,近年来 Infotelligence 的概念

已传播到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一些商务咨询、竞
争情报或信息技术咨询公司以此来命名,体现

了其业务的多元性和综合性。
 

5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转型创新期(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构建新时代的情
报学理论体系

5. 1　 新一代信息基础环境和新时代国家战略

自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大智物移云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成为了新一代人类信息环境的基础架构。
其中大数据是较早被情报学界和业界所重视和

应用的技术,围绕其研究投入的精力也最大。
2015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开始显

现,科技情报工作也概莫能外。 大数据时代社

会出现了新的情报危机,大数据具有海量无序、
价值密度低、多源异质性等特点,用传统粗粒度

情报组织与分析方法无法挖掘出用户所需的深

层次知识,亟须建立有效的新方法对大数据进

行大处理来提炼萃取知识,提供细粒度的智慧

服务[42] 。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理论创新、科技

情报服务与工作模式的转型成为研究的前沿问

题,热度至今不减。 靖继鹏等通过关键词共现

分析发现,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研究成为国

内外学界的关注热点,数据管理、挖掘与分析是

美国 iSchool 学院科研项目的重头戏[43] 。 与大

数据相伴的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

联网也同样影响着情报学和科技情报工作的发

展。 如何更好地适应信息基础环境的变化,主
动进行学科建设和工作模式的创新,是情报学

界和业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总体国家安全观” 思

想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

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的出台共同为我国情报学和科技情报事业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
《国家安全法》以及《国家情报法》等法规指明了

情报学学科建设和情报工作调整的方向———承

担起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责任。 近几年以来,国
际形势风云突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霸权

国家遏制打击中国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国际和

平协商机制失灵甚至消亡了,国家间各种矛盾

在不断地累积、激化,20 世纪热战和冷战的阴影

再度浮现;面对严峻形势,我们迫切需要理智地

分析当前的风险与机遇,明确情报学的使命、方
向和战略定位[44] 。 由此看来,中央提出“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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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观”是居安思危之举,具有高度的战略

前瞻性。 情报学和科技情报事业在“总体国家

安全观”指引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定位只

能加强,不能削弱。 情报阵地作为国家安全与

发展的主战场,必须坚守住。 具体就科技情报

工作而言,要明确底线思维,面对新一轮西方霸

权主义的科技封锁,要积极谋划建立和强化服

务于“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情报支撑体系,
为打通内循环、畅通外循环,尽早实现硬核技术

的自主可控提供广快精准的情报服务[45] 。 情报

学研究与情报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服务于国

家安全尤其是科技安全、经济安全的情报预警

与决策咨询,一手抓服务于深化改革开放和发

展的信息保障和情报支撑,为我国取得打破新

冷战封锁的战略大周旋的最终胜利作出贡献。
2015 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

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从健全中国特色决策

支撑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增强

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

设。 智库建设战略为情报学和科技情报工作带

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与前述国家战略彼此呼应。
李刚认为,任何高质量的智库研究都离不开情

报研究,情报机构如果同时开展 Information 和

Intelligence 工作和服务,那么它就是智库[46] 。
李纲等指出,由于“情报与决策” 和“智库与决

策”之间的天然联系,情报学研究与智库建设存

在密切关联:一方面,情报学是智库建设的支撑

学科,提供情报资源、方法和技术;
 

另一方面,智
库建设为情报学注入新的活力,能够引领情报

学发展,解决理论实践相脱节的问题[47] 。 情报

学与智库学应彼此融合、嵌入。
总体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情报

法》和智库建设战略构成了我国科技情报事业

转型深化期的主导思想,需要建立新时代的情

报学理论体系来为事业发展提供具体的策略和

路径,实现情报学科建设与科技情报工作转型

创新的共同进步。 在中国科技情报事业转型深

化的关键期,情报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当从哪些

方面入手,重点开展什么样的研究,科技情报工

作需要如何定位来相互配合,是需要认真思考

的问题。 赖茂生将今后科技情报工作的战略定

位概括为创新支撑、决策咨询、安全预警和信息

保障[45] 。 本文在此基础上就情报学理论研究和

科技情报工作创新做进一步的阐述。

5. 2　 新时代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与科技情报事

业创新

5. 2. 1　 继承和发扬情报“耳目、尖兵、参谋” 的

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如前所述,“耳目、尖兵、参谋”是周恩来、聂
荣臻和张爱萍等老一辈中央首长对科技情报工

作的定位,是我国情报学和科技情报事业的初

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在正定县委任职期间,就对县委情报资料工作

提出要求:信息情报工作应该“是县委和县政府

的耳目和喉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48] 。 90 年

代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必须

进一步加强对信息工作的认识,自觉利用信息

辅助决策。 他要求信息部门应当贴近领导需

求,挖掘能够超前、适中和预后的信息:在领导

决策前,要加大提供预警预测类信息的比重,及
时发出警报(超前);在领导决策中,要使提供的

信息产品和服务与领导信息需求相匹配 ( 适

中);在领导决策后,信息部门要加强信息反馈,
监测决策实施(预后) [49] 。 习近平同时还重视

信息分析和情报研究工作,指出要对原始信息

进行去粗取精、综合提炼和深度加工,迅速准确

地捕捉对统揽全局、驾驭全局有价值的高层次

高质量信息[49] 。 习总书记对情报“耳目、尖兵、
参谋”战略作用的论述,为我们发展情报学和情

报工作指明了方向,当代情报学人和情报工作

者应牢记“耳目、尖兵、参谋”这一学科本质、使
命和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传承好、发扬

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和科技情报

工作。
科技情报的“耳目”作用就是要求科技情报

工作在海量数据、真伪信息混杂、动态竞争的复

杂环境下,扫描、搜索、整理和告知情报,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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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供“广、快、精、准”的情报。 如何发挥情

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是情报学理论研究

中的重要课题。 赵柯然和王延飞提出了科技情

报感知能力和科技情报响应能力的概念,前者

意指在常规性信息采集、加工和处理过程中使

用各种知识工具实现对情报需求、情报内容和

情报任务的认知、解读和表达的能力;后者是指

契合情报任务需求、及时将情报产品传递给决

策者的能力[50] 。 这是对情报“耳目” 作用新的

理论探索。 近年来受关注度较高的“地平线扫

描”亦属于情报“耳目”作用的研究范畴。 王飞

跃在情报 5. 0 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建设中提出,
情报要通过“激活器”成为决策与行动中“最快

的刀,最亮的光和最准的尺”,使情报体现出“灵

捷(Agile)、聚焦(Focus)、收敛(Convergence)”的

特性[51] 。 这是对情报“耳目” 作用和“广快精

准”特性的新诠释。
科技情报的“尖兵”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情报支撑,即提供经过筛选分析、综合提炼和研

判的优质情报与服务;这就需要我们在学科建

设方面进一步打通信息链上信息资源管理理

论、知识理论和智能理论之间的隔断,使之融会

贯通,将 Information 的序化、Knowledge 的激活活

化和 Intelligence 的研究有机集成起来,探索 DI-
KI(Data-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 交

融与合配的底层逻辑。 二是为相关科技领域提

供安全预警服务,及时准确地向决策部门发出

情报预警,使之能够有效应对挑战,即加强国家

科技安全情报体系建设[52] 。
科技情报的“参谋”作用表现为向各级决策

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发挥独特的智

库职能,反映在学科理论研究中,则要求我们将

情报研究作为情报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投入更

多研究力量,充分借鉴国外政治、商业、科技、安
全等领域中 Information

 

Analysis 和 Intelligence
 

Studies 的理论与方法,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
概而言之,在情报学理论研究中,要把情报

“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和作用当作学科的元

问题来探讨,将其与情报概念本质、情报学方法

论创新等研究结合起来,使之从学科的经验总

结、应用性理论上升为基础理论,成为新时期情

报学理论大厦的基座。 情报的“耳目、尖兵、参
谋”作用反映在科技情报事业建设上,则是对科

技情报机构的目标定位提出了新要求,以中国

科技信息研究所为例,其发展目标为“国家科技

创新高端智库、国家科技信息大数据中心、国家

科技信息资源综合利用与服务中心”。
我们应当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情报学

学科绝不意味着可以与世界主流情报学脱钩。
改革开放以来情报学学科发展和科技情报事业

建设的事实表明:主动地融入国际情报学界,与
主流理论彼此借鉴交流和对话是我国情报学和

科技情报事业能够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际环境越是对我不利,科技情报事业越是要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卓有成效的交流合

作来粉碎西方霸权主义者阻碍和扼杀我国发展

的企图[45] 。 近年来,我国情报学界积极地参与

国际 iSchool 运动,一批国内一流的信息管理学

院(系) 成为 iSchool 成员,在 ASIS&T、SCIP、IS-
KO 等国际情报组织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正在

走向世界情报舞台的中央,未来更有信心为国

际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5. 2. 2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科学与情报学的双融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诞生于工业文明,是工

业化时代的产物。 信息文明的到来给情报学带

来了冲击,使学科和业务都发生了转型[39] 。 以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波数字化浪潮

赋予了信息文明新的内涵,深刻地改变了情报

学和科技情报工作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人类数

字化信息基础环境促使情报学和科技情报工作

进行新一轮的变革。 与此同时,在学科建设上,
随着数据科学家职业的兴起,数据科学成为热

门学科,数据科学、数据分析等专业也成为国内

外相关院系竞相开设的新专业。 情报学如何更

好地与数据科学在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上相

融合,让学科更好地适应大数据环境的变迁并

始终成为信息科学群中的核心学科,是摆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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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界面前的重大问题。 梁战平在 2009 年曾先

见地指出,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最大魅力就是

基于事实和数据,应用情报学的原理、方法和工

具进行情报预警工作[53] 。 高价值、预测精准的

情报是要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的,因此大数据

可为情报价值的显现提供保障[54] 。 只有以数据

为基础,情报学的学科地位才能稳固。 就科技

情报学而言,它已经向“数据密集型科学”新的

范式演化[55] 。 董克和邱均平指出,大数据和数

据科学给情报学带来了原理、范式和方法的变

革,使学科中基于 Intelligence 的软科学范式、基
于 Information 的图书情报学范式和基于 IRM -
KM 的管理科学范式趋向于统一的认知,即淡化

研究对象间的区别,以问题解决为导向,通过情

报研究的自动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实现情报工

程化和平行化[56] 。 这体现了情报学研究的集成

化观点。 孙建军等探讨了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

“智慧”发展趋势,提出情报资源建设的智慧数

据观导向,构建以数据、工具方法和专家智慧的

集成协同为核心的情报工程体系[57] 。 这些论述

同样体现出集成化的观点。 笔者认为,大数据

环境下情报学与数据科学的双融表现在思维、
原理、理论、方法、技术和工程等多个层面的集

成与创新,只有建立从情报思维到情报工程的

系统论,学科框架才能得以实现。 在这方面,钱
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思想和大成智慧工程可作

为建立框架的重要理论参考。
钱学森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开放的复

杂巨系统理论以及处理此类系统的方法论———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该方法的核心是

将人的心智和计算机的高性能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58] 。 该方

法是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交叉形成的产物,它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指明了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

应采用的思路;钱老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其

实践形式,于 1992 年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

集成研讨厅体系( 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
thetic

 

Engineering,HWME),从定性到定量的综

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属于思维(认知)科学的工程

技术层次,是处理开放思维巨系统的思维系统

工程,可用于支持科学决策和咨询,为思维(认

知)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和基础科学层次提供

工程实践支持[59] 。 钱学森将运用从定性到定量

的综合集成法和综合集成研讨厅的集体称之为

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服务于决策机构,发挥

决策支持作用,目标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化和程序化[58] 。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综合集成

研讨厅具有了新的实现形式,即基于现代信息

空间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Cyberspace-based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CWME),
也可称之为基于现代信息空间的社会智能工程

或“大成智慧工程” [60] 。
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思想和大成智慧思想对

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和情报工作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 如钱老所述,情报学属于现代科学体系

中的思维科学部门,位于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

层次,情报资料库技术则位于思维科学的工程

技术层次[58] 。 笔者认为,位于基础科学层次的

“信息学” 其实可以看作是情报学的元理论

(metatheory)研究。 因此,情报学是横贯思维科

学部门中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层

次的学科,与同属思维科学部门的综合集成思

想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学科间不存在隔阂,情
报的激活和活化始终是综合集成思想的题中之

义。 大数据环境下需应用综合集成思想实现情

报学与数据科学的双融。 在思维科学部门的基

础科学层面,情报学应引入综合集成原理和方

法完成沿信息链从数据到智慧的理论整合,将
数据科学理论、信息管理理论、知识理论、智能

理论进行综合集成,“把人的思维、思维成果、人
的知识、智慧和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

起来” [60] ,按照“知识宝塔”的理论体系结构将

各个理论放置于体系的不同层面、不同位置,情
报理论间的关联由信息链的链状结构演变为知

识宝塔式的综合集成结构,新体系结构中不同

理论之间既集成,实现互通互融,又不断综合,
在更高层次上统一,使理论体系具备对整体社

会情报现象和活动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基于知

03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七卷　 第二五四期　 Vol. 47. No. 254

识宝塔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是“性智”与“量智”的

有机结合,从中可涌现出“大成智慧”。 在工程

技术层面,情报学应引入基于信息空间的综合

集成研讨厅体系来实现情报智慧工程化,用思

维系统工程思想指导情报工程体系的建立。 情

报工程体系建设应坚持“人机结合、人网结合、
以人为主”的理念,以“综合智慧工程”为目标,
建立专家体系(数据分析员、情报分析员、领域

专家[54] )、数据 / 信息 / 知识资源体系(深层数据

资源保存、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大数据和海量信

息的降维与浓缩、知识单元的抽取、组织与可视

化[61] )、机器体系(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平台

建设、高性能计算、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

等),将三个体系连成整体,形成巨型智能情报

系统。 发挥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实现

情报工作“站在高处,远眺信息海洋,能观察洋

流状况,察觉大势,做出预见” [58] ,这将是情报

“耳目、尖兵、参谋”作用的最高体现。 而承担情

报工程体系建设和运行的情报机构则成为服务

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总体设计部。

6　 未来十年情报学理论视角下中国科技
情报事业发展展望

6. 1　 加强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科技情报事业

发展的新动力

尽管在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情报学理论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和影响,但不

可否认,在信息基础环境急剧变化、情报事业面

临转型的特定时期,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存在较

为严重的脱节。 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情况又

滋生了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实践工作之间彼此

轻视的倾向,继而对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产生

了不良的影响。 究其原因,固然有实践方面的

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源于情报学理论的贫乏,在
数字化环境下,情报学理论长期处于非常态,难
以产生对科技情报工作和事业真正具有价值和

实际指导意义的情报理论。 马费成等指出,当
前我国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于聚焦

于技术和应用性研究,对学科理论思辨不足,必
须加强情报学理论创新和学科理论体系建

设[62] 。 笔者认为,未来十年情报学基础理论研

究会成为该领域的重中之重,基础理论研究的

突破能为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带来质的提升,
使情报学成为新文科建设中的主力学科,并在

新文科的学科交叉融合中起到中介桥梁和粘合

剂的作用。 恰如布鲁克斯( B·C·Brookes) 当

年展望的那样,“就像物理学成为整个自然科学

的基础学科一样,情报学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科

学的基础科学”。 具体而言,情报学基础理论研

究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①信

息和情报概念的研究,学科中信息导向的视角

(system-oriented
 

view)、用户导向的视角( user-
oriented

 

view)和领域导向的视角( domain-orien-
ted

 

view) [63] 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一致,形成统一

的信息概念。 在此之上,我国情报学将形成既

传承学科历史传统,又适应时代和事业发展需

要,且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统一情报概念。 ②新

兴的哲学理论和复兴的传统哲学理论会进一步

丰富情报学元理论的研究内涵,夯实学科发展

根基。 引入信息哲学( information
 

philosophy)将

使情报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产生新突破,
并从信息伦理、网络隐私等方面为情报学人文

维度的研究注入新的内容。 对社会认识论和符

号互动论等传统哲学理论在大数据时代的价值

的重新认识将使情报学的元理论基础更加牢

固。 ③情报学学科建设理念的转变。 建设新一

代数字环境下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关键是要实现

建设理念的转变,即要以建立真实情报学( real-
istic

 

information
 

science)而非形式化情报学( for-
malistic

 

information
 

science)为目标,基于理解真

实情报世界的标准来选择和构建情报理论[64] 。
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 R.

 

Coase)呼吁

的摒弃“黑板经济学”、回归现实世界经济学的

思路是相似的。 只有在未来十年真正实现了这

种建设理念的转变,才能切实有效地避免在

iSchool 运动和新技术浪潮中重现情报学“游离

的学科和学科的游离”那种令人忧虑的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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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使情报学理论大厦和科技情报事业大厦的

建设相得益彰。

6. 2　 开阔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探索科技情

报工作的学理基础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具有服务国家科技战略

规划、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悠久传统。 在

“十四五”规划乃至更长期的一段时间里,科技

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全面把握科技创新和产

业革命的发展态势[65] 。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

进入“无人区”,在此领域内无人领航和跟随,科
技发展更依赖于原始创新,更聚焦于颠覆性创

新,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情报支撑以明晰重大技

术趋势、遴选关键技术[66] 。 科技情报事业的重

要性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当然,这是从本学科视角出发得到的观点。

如果将视野放宽,延伸至产业经济学领域,就会

发现对于情报或信息在促进产业发展中的价值

是存在争论的。 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近年来著名

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产业政策之

争,争论中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包括产业竞争

情报在内的科技情报的价值和作用问题,但遗

憾的是它并未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 新结构经

济学创始人林毅夫认为,实现经济发展需要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由于信息外溢等市场失灵

情况的存在,要实现产业升级就需要有为政府

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因势利导协助企业

从事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67] ;在他提出的产业

政策“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两轨六步法中[68] ,
很多环节是需要产业情报和科技情报服务来支

撑的,如甄别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识别、判断

和选择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都需要基于精准

的产业情报和科技情报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
成功的产业政策必然需要有为政府主导的高效

科技情报工作来保障。 吴敬琏亦援引罗德里克

的观点指出,关于产业趋势的信息是有外部性

的,因为信息收益可由大家分享,成本却需个别

企业付出,政府在消除信息外部性方面有大量

工作可做[69] 。 这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具有公共

产品性质的科技情报工作的价值所在。
与林毅夫观点相反,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

的前提假设———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是可以事

先预见的———是不成立的,这是源于创新过程

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 从奥地利

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视角来看,由于市

场上知识的分散化特性(知识分散为无数个体

持有的、特定主观的私人知识),不存在全知全

能的政府,政府无法获得“正确”选择产业、技术

路线或产品所需的必要信息;由于有为政府无

法克服信息的有限性乃至“无知”的问题,根本

不可能搜集到足够的市场信息来预测或判断什

么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回报最高,这样制

定出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危险的[70] 。 这实际

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情报和

科技情报在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中的感知、预
测和预警功能与作用。 张维迎主张的实现技术

和产业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依赖每个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和判断力,通过

市场自由竞争中的试错来实现[71] ,这似与建立

企业竞争情报和技术情报体系的市场化导向相

呼应。 但这一问题在深层次上涉及了未来的科

技情报组织体系和制度建设问题:政府机制和

市场机制在未来情报体系和情报制度建设中各

自发挥什么样的功能,通过研究科技情报工作

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如何

来界定市场和政府在情报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

边界,这些都是需要情报学界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 针对这些涉及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科技情报

工作价值和功能的根本问题,情报学理论研究

必须做出有力的回应和阐释,从学理上证明科

技情报工作的存在意义和合法性,以及价值功

能和目标取向。 情报学理论亦需与经济学理

论、社会学理论、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

学科交叉融合,共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

对市场中的知识信息现象进行深入探索,从而

揭示科技情报工作的底层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

说,未来的情报学理论应是有机嵌入到哲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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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知识图景中、解释和预测情报现象和

行为、阐释情报独特价值的理论。

6. 3　 变革情报学理论思维:融通 DIKW 信息链

的新型科技情报工作

如前所述,“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的

DIKW 信息链是情报学理论演化的重要思想红

线,也是科技情报工作方法与技术创新的基础

模型。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日益成熟的环境

下,将数据、信息、知识、智能乃至智慧融合贯

通,建立开放协同、多元融合、集成化和个性化

的情报采集、组织、存储、分析与服务流程与机

制是科技情报事业未来创新发展的显著特征。
面向知识发现的数据智能、融通数据智能的知

识发现是这方面探索的典型体现:利用算法从

大数据中直接解析出知识体现智能,通过融通

数据和知识整合来发现新的知识,为情报学和

情报工作的跨界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72] 。 科技

情报工作中“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智慧”
的融合贯通需要情报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来

指导。 情报学需要引入认知科学、心理学、计算

机科学等学科的思维和视角,来深入讨论 DIKW
融合的原理;反映在思维意识上,则是“融合思

维+情报思维+计算思维” [73] 。 笔者认为,要实

现思维的集成,需要将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理论

纳入思维科学的学科框架内,将位于不同层次

的思维综合集成起来,形成多元思维的汇流。
这样,情报学理论思维就能够在多元思维的集

成中得到丰富;涌现出整体性的思维体系来作

为 DIKW 信息链融合贯通的理论基座,从中揭

示出 DIKW 融合的原理,为新环境下科技情报

业务流程重组奠定基础。

7　 结论

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是同情报学理论研究

和学科建设紧密相连的,两者互相促进,密不可

分。 本文从情报学理论演化的视角出发,考察

在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初创期、恢复发展期、改
革探索期、深化发展期和转型创新期等不同历

史发展阶段中情报学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并针

对当前我国国家战略和新一代信息基础环境下

情报学科和事业面对的变革挑战,从情报的“耳

目、尖兵、参谋”作用、情报学与数据科学双融等

方面探讨了情报学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指导中

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和科技情报工作实践,并
对未来十年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

望。 在我国情报学和科技情报事业创建之初,
老一辈情报学家曾热情地希冀情报学“作为一

门科学,它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国情

报学理论研究和科技情报事业建设共同走过了

六十多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学科和事业都在

不断地发展壮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国

家战略和新一代信息基础环境下,情报学理论

对科技情报事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会更加明

显,科技情报事业对情报学理论和学科建设的

支撑亦会更加稳固,中国情报学理论和科技情

报事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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